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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与法律精神特征

刘旭阳

摘 要:从古至今,道德和法律都是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石。分散而封闭的家族群体、自给自足

的自然经济,以及建立其上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乃是理解是中古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精神的真

正基础。在中国古代社会,以道德教化为主,以法律处罚为辅,即主要依靠道德规范来维系家

族内部秩序和国家政治秩序,法律只是道德教化的辅助手段。古代道德的基本精神是利用血缘

关系的亲疏远近,确立各成员尊卑长幼的 “名份”等级,以便使各成员 “安分守己”,达到减少

和消除内部冲突,增进协调和睦的目的。而古代法律作为道德必要补充,其基本精神在于用法

律的手段维护封建社会的两种最重要的道德规范: “忠”与 “孝”。道德上的 “不忠”、 “不孝”

行为,也便是全部法律要加以防范并严加惩罚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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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律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无处不在,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构建也以二者为重要工具和必要手段。

但在处理二者的关系上,中国古人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以道德教化为主,以法律处罚为辅。即维系各

群体内部秩序及群体间等级秩序的主要手段是道德规范,而由君主制定、各级官吏执行的法律只是道德

教化的辅助手段。它们都对维护古代王朝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发挥着巨大作用。因此,考察古代社会道德

与法律的精神特征,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方式的认识与理解,还对我们

现阶段继承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古代社会概况

道德和法律精神深植于社会的组织结构及其相应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之中。分散而封闭的家族群

体 (及其扩大和延伸形式:宗族和村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建立其上 “奉上天之宝命,作兆庶

之父母”的封建国家,乃是我们理解古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精神的真正基础。

(一)社会组织结构

古代中国属于典型的群体社会或道德社会。在古代中国,最重要、最普遍的群体是家 (或说家庭、

家族)。若干同姓家族构成宗族,宗族可以说是家族的自然延伸和扩展。若干宗族构成村落 (村落有单姓

村、主姓村和杂姓村之分。凡单姓村,即同村一宗;凡主姓村和杂姓村皆存在准血缘关系)。散布于国境

之内的无数同类村落便构成中国古代社会。

封建国家可视为模拟且放大了的 “家”。故国君是 “奉上天之宝命,……作兆庶之父母”的至尊,替

国君治理百姓的官吏是 “奉帝王之诏令作百姓之父母”的 “父母官”,故也有 “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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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同构,便有孝、忠相通。《大学》中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1]说明在古代社会中,家与国之间缺乏其他各类社会中间组织。汉末魏晋以后发

展出的佛教、道教组织,以及在饥荒与战乱时代从无数破产家庭中分离出来的成员所结成的各种帮会和

秘密组织,其实是一种模拟的家族组织。寺庙组织内的师父、师兄、师弟关系,以及帮会组织中的 “异

姓结为兄弟、父子”,都是仿造家族血缘关系构建的。

(二)经济结构

拥有小块土地的血缘家族群体具有相同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方式,在经济上差不多是自给自足的。《颜

氏家训·治家篇》替我们描绘出一幅农家自给经济的真实图景。他说:“生民之本,要当稼墙而食,桑麻

而衣,蔬果之畜,园地之所产;鸡啄之膳,埘圈之所产。爱及栋宇器械,椎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

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足,但家无盐井耳。”[2]5这就是说,家庭的全部生活资料 (当然除盐和铁

器外),都可来源于家庭土地上的出产及家庭畜牧业和家庭手工业,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来源于 “与自然

的交换”。而无需与 “社会的交换”,故能做到 “闭门而为生之具足”。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性是形成各血缘

群体 (家族)独立封闭的根本原因。

(三)政治结构

为了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精神和法律精神,除了先了解上述社会基层的家族、宗族和村落

群体及其经济形态外,还得了解矗立在散处境内且相互隔绝的宗族和村落之上的政治统治机构———中央

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

中国古代最重要、最深刻的一次社会变革发生于春秋战国之际。这场持续数百年之久的社会变革,

其实质是家族制取代宗法制,官僚制取代贵族制[3]。国家权力随着血缘群体规模的缩小和建立在分封制和

世禄制基础之上的贵族制的取消而空前地强化起来。握有全部国家权力的帝王通过由他任命并对他负责

的各级官吏而将国家权力直达基层的宗族和村落。对于分散且封闭的无数宗族和村落来说,他们只关心

自己的内部事务,高居于他们头上的国家只是一种 “外部的权力”。

然而,各宗族、村落之间,总存在一些超越单个宗族和村落的地方公共事务,如宗族村落之间的纠

纷和冲突,公共水利和治安等等,但是埋首于自身事务的村民并不能产生公共事务的意识,更不必说通

过各种自愿的联合,结成地方政治组织,以便解决自身的公共事务。这些不愿也不能代表自己本宗族和

村落之外公共利益的村民,需要有一个 “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

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4]。这种权力保护他们的安宁,“替代”他们来解决各

种公共事务,而他们则承担国家权力加诸他们身上的各种赋税和劳役。

因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及相应的极其牢固的血缘群体组织 (家族、宗族和村落)与中央集权的

国家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各血缘群体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他们的生活资料主要来源于与自然

的交换而不是与社会的交换。这样,各血缘群体之间不可能产生各种自愿的联合,各成员更不可能从血

缘群体内分离出来,形成个人之间更广泛的社会联合。这样,只能由一种外部的、高高在上的专制权力

来实现这种联合。根据马克思的看法,这乃是理解古代东方社会的一大关键。

二、中国古代社会道德精神的特征

(一)中国古代社会道德精神的第一个特征是群体性和封闭性

道德是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行为规范的总和。在中国古代社会,既没有从血缘群

体内分化出来的独立个人,更不存在各独立个人间通过市场结成的广泛经济-社会关系,因而也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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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意义上的社会。在中国古代社会内,只有一个一个分散且封闭的血缘群体及延伸形式———宗族和村

落。这些各自隔绝的宗族和村落就是一个具体而微的 “小社会”。因此,传统道德规范所要调节的只是同

一血缘群体,或拟似的血缘群体内部的各成员之间以及各成员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三纲五常”中的二

纲 (夫为妇纲,父为子纲)所涉及的是家族内部的伦理关系,至于古代道德的几个主要 “德目”,如慈

孝、友悌、义顺等等都局限于处理家族内部成员的关系。一家一族之亲,构成一个封闭自足的 “小社

会”,道德规范规定各成员的行为准则,使他们彼此协调和合作达到和睦共处的目的。

在家族血缘关系之外,则为 “外人”或 “陌生人”,如何处理 “自己人”和 “外人”的关系,传统道

德对此沉默不语。如果我们将处理 “自己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规范称为 “私德”,而将处理各独立平等

的”外人”、“陌生人”之间的道德规范称为 “公德”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只是一种 “私德”,

而不是一种 “公德”[5]。事实上传统道德中只有 “私德”而没有 “公德”。这样就形成了对非血缘关系的

“外人”和 “陌生人”三种不同的行为方式:

其一,是将 “外人”接纳到血缘关系网络中来。建立起各种拟似的亲属关系,然后将适用于血缘群

体内的道德规范 “推广”到 “外人”中去。这是我们至今通常采用的方法。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为 “拟制

法”。

其二,在异姓间结为 “父子”和 “兄弟”关系。即各不同姓不同宗成员仿造家族组织,结合成准家

族关系,然后使传统道德规范在其内发生作用。这种方法也可以称为 “拟制法”或 “仿造法”。从破产家

族中分离出去而流入江湖谋生者,或亡命之徒结成的帮会组织,以及道教、佛教的寺庙组织就是采用

“仿造法”而构建准家族群体。

其三,倘使中国人不能将某个与之交往的 “外人”接纳到模拟的血统关系网络中来,或按家族群体

样式结合成准家族形式,那么他们之间的道德模式将截然不同。也就是说,一个处于 “外人”和 陌生人”

中间的人,或手足无措,或为所欲为。从消极冷淡,直到公开侵犯似乎都是可能的。一个在自己的群体

内有 “私德”的人,一旦进入由 “陌生”人组成的公共场所可能成为最无 “私德”的人,原因也在于此。

(二)中国古代社会道德精神的第二个特征是差异性和具体性

家族、宗族和村落群体不是各独立个人的联合体或集合体,而是一个血缘群体,每个家庭成员在血

缘关系网络中占据固定的位置,并有着各自对应的亲属关系称谓。如前所说,血缘关系是人类自身内的

自然关系,这种自然关系受婚姻和生育这两个事实所决定。但人们赋予血缘关系的意义却随着社会生产

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在家族制度内,人们赋予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以尊卑的意义。

传统伦理道德为什么要在同一血缘群体内的各成员间进行等级划分呢? 荀子认为,家族群体只有维

持内部的协调、和睦和团结,才能有效地进行生产活动,取得必需的生活资料。如何才能维持血缘共同

体内部的协调和团结呢? 能否使家族成员处于同等的地位,共同管理家族事务和平等地分配呢? 荀子认

为这是致乱之源。 《荀子·王制篇》说: “分均则不遍,势齐则不一,众齐则不使。夫两贵之不能相事,

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两欲恶同,物不能赡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6]65这就是

说,家族群体内各成员的地位平等就不相统属。大家一律平等,于是各人有各人的主张和要求,于是在

生产和分配方面就要引起争论和争夺。结果导致内乱而迫使家族群体解体。因此,在荀子看来,维持群

体内部协调和团结的根本方法是 “制礼义以分之”,只有 “定分”才能 “止争”。即根据男女、长幼、亲

疏确定尊卑、贵贱的名份,做到 “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使 “下者”、“贱者”、“幼者”服从

“上者”、“贵者”、“长者”,才能建立起家族内部的秩序。《荀子· 荣辱篇》中说:“先王制礼义以分之,

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智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是群居和一之道也”。[6]278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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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篇》中又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故宫室不

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顷舍礼义之谓也。能以事亲谓之孝,能以事兄谓之悌,能以事上谓之顺,能以使下

谓之君,君者,善群也。”[6]56故荀子认 “礼”(古代典章制度、礼仪和道德原型)是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

而 “养”(取得足够的生活资料)是传统道德规范要达到的目标。

在一个充分大的血缘群体内部,亲属称谓关系变得无限复杂。传统道德从这些复杂的血缘关系中提

炼出三种最基本的关系进行道德规定。《颜氏家训·兄弟篇》中说:“有人民后有夫妇,有夫妇后有父子,

有父子后有兄弟,一家之亲,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不

可不笃。”[2]93这就是说,在父系家族中,最重要的伦理关系是夫妇、父子、兄弟三种关系。因此形成三对

道德规范: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悌。在亲属群体内,每个成员都占据一个固定的位置,都得从

“己身位置”出发,根据不同的亲属称谓采用不同的道德规范。甲是我的父亲,我应对他 “孝”;乙是我

的妻,我应对她 “义”;丙是我的弟,我应对他 “友”,如此等等。

然而,在传统儒家道德中,并没有适合所有人的道德规范。当我要与其他人发生交往关系时,最重

要的是确定他是谁,他在亲属网络中占居哪个位置,我与他是什么亲属称谓关系,然后才能选择采用哪

种道德规范。如果我与 “陌生人”交往,首先是探明他的姓氏、籍贯和年龄。为的是便于将他纳入到拟

似的血缘关系中去,然后采用相应的道德规范,否则我与 “他”就不知如何相处和交往。

(三)中国古代社会道德精神的第三个特征是整体性以及 “身体力行”的道德表率作用

家族和宗族是人类尚未从自身的自然关系中分化出来的群体,或整体。子女的身体不仅受之于父母,且

是绵延不绝、继往开来的家族整体的一个环节,他的注定使命是对上 “光宗耀祖”,对下 “传宗接代,生育

子女”,兄弟关系也被理解为 “分形连气之人”。这样的血缘群体在道德关系上便是一个 “伦理实体”。这个

伦理实体要求每个人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家族整体的一员,而且是有其固定位置的一员,或说他只是因为占据

家族中的固定位置才成为家族整体的一员。离开整体,他什么也不是,他的生存意义是从家族伦理实体中获

得的,而他的道德要求是从他所占据的位置获得的[7]。这就是说,只有伦理实体才能给予人生意义的规定

(即传宗接代、光宗耀祖),只有伦理实体才能规定处于不同位置上的家族成员怎样行为才是 “有道德”的行

为 (为父要慈,为子要孝,为兄要友,为弟要悌,为夫要义,为妇要顺,如此等等)。

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划分出尊卑长幼,确定不同的 “名份”,实行各自的道德规范。要求幼顺

长,卑事尊,妇从夫。同时十分重视尊者、长者本身的 “以身作则”。《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夫风

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行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

顺矣。”[2]23将尊者、长者本身的道德示范看成是卑者、幼者服从整体并实行各自道德规范的前提条件,这

是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典型特征之一。这种精神反映在政治领域,便有孔夫子的如下教诲: “政者,正

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8]78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8]145

(四)中国古代社会道德精神的第四个特征是同构性,即家国同构,移孝作忠

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向被视为家族组织的扩大 (或模拟),因而君权类似于父权,君主制类似于家

长制,君臣关系、君与民关系、臣 (官吏)与民众关系类似于父子关系。这样,家族血缘伦理中的 “孝”

道在国家政治伦理中成为 “尊尊”原则。在封建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是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被组

织在一定的亲属集团 (家族、宗族)之内,因而人们唯一所能理解的社会关系是血缘伦理关系。这样,

将国家政治关系理解为类似的血缘伦理关系,那是最自然最简便不过的事情了。如果说 “孝”是家族伦

理的最重要的道德规范的话,那么 “忠”便是国家伦理的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前者是家族内部等级秩序

的守护神的话,那么后者便是国家政治等级秩序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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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传统道德的核心内容是克己 (克己复礼)、服从 (少事长、卑事尊、妇事夫)、效忠 (孝、忠)

和利他 (父慈子、子孝父、弟悌兄、兄友弟等)。它的根本目标是调节同一群体内的各成员之间以及成员

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基本精神是利用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确立各成员尊卑长幼的 “名份”等级,以便

使各成员 “安分守己”,达到减少和消除内部冲突,增进协调和睦的目的。

三、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精神的特征

(一)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精神的第一个特征: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德刑合一、相辅相成

中国古代法律主要是刑法,而不是民法。《唐律》是我国封建刑律的典范,它上承秦汉、魏晋南北朝

及隋刑事立法之经验,下为宋、元、明、清历代法典之范本,故而 《唐律》最能体现中国封建法律之精

神。在 《唐律·名例律》中明确规定 “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的立法精神。《名例律》疏文中说:“德礼

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9]

古人之所以这样处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因为在古代群体社会中,道德和法律有着相同的目的:维

护宗法群体内部秩序和国家政治等级秩序,而在调节具有共同利益的血缘群体内部各成员关系及各成员

与共同体关系上,道德与法律相比具有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 《颜氏家训·治家篇》中说: “夫风化者,

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

父慈而子违,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慑,非训导所移也。”[2]23道德教化可以

防患于未然,而法律只能处罚于已然。虽然法律刑罚对人有惊惧震慑之作用,但道德却能使人自觉地遵

循一定的行为规范。只有对那些不受道德训导的 “凶民”、 “顽民”和 “逆子”,才需要用刑法来处罚他

们。最理想的状态是只采用道德教化,“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8]67,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地

遵守道德规范,那么刑法虽设而不用,监狱虽置而空虚。故在封建正史中,“息讼”、“无讼”、“刑措而不

用”、“几致刑措”、“囹圄空虚”等一直成为歌颂 “太平盛世”的美词,而 “兴讼”“聚讼”既视为 “民风

浇漓”,“法令滋彰”、“刑法繁苛”[10]也就成为王朝衰落的象征了。

商 (鞅)韩 (非)废弃道德而纯用法津在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行不通,根源在于中国社会是由一个

一个相对独立而封闭的血缘群体构成的。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大变革并没有使人们的血缘关系纽带松驰及

至断裂,而只是从一种较大的血缘群体 (宗族)向一种较小规模的血缘群体 (家族)的演变。故而适合

商周宗法社会的各种 “礼”(包括典章制度、礼仪、道德习俗等等)略经孔孟学派的提炼和阐发便成为适

应家族群体及建立其上的政治等级制度的道德规范。

总之,调节血缘群体内的亲疏远近关系,道德比单纯的法律 (刑法)更为有效。当然,单纯依靠道

德,就无法治理那些 “不受训导”的 “凶民”。只有 “软”(道德)“硬”(刑法)兼施才有可能达到 “天

下安定”的目的。

(二)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精神的第二个特征:全部立法贯穿 “亲亲”和 “尊尊”宗法等级原则

所谓 “亲亲”,是按血缘关系确定亲疏、长幼;所谓 “尊尊”,是按宗法等级确立政治上的贵贱、尊

卑。在商、周宗法制社会中,宗族血缘上的 “亲亲”在宗法政治等级上的表现就是 “尊尊”。 “亲亲”与

“尊尊”的一致性,实现了 “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宗法社会秩序。秦汉以后,家族制取代宗法

制,官僚制取代世袭世禄制,因而 “亲亲”体现家族群体内的亲疏、长幼,而 “尊尊”主要表现在封建

官僚政治等级上的贵贱、尊卑。

在 《唐律·名例律》“十恶”罪中,集中而明显地表现出传统法律的 “亲亲”和 “尊尊”精神。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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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恶”的目的是 “惩叛逆,禁淫乱,沮不孝,威不道。”其中 “谋反”(谋危社稷)、“谋大逆”(谋毁宗

庙、山陵和宫阙)、“谋叛”(背国从伪)、“大不敬”(威胁帝王人身安全及损害其威望)四种重大罪罚旨

在维持以帝王统治为核心的国家政权,严惩各种威胁帝王人身安全,有损帝土尊严的犯罪行为,防范各

种叛逆和篡权行为,集中体现忠于皇权的 “尊尊”原则。其中 “恶逆” (殴打及谋杀至亲尊长的犯罪)、

“不孝”(卑幼不善事尊亲属)、“不睦”(亲属之间相犯)、“内乱”(亲属间乱伦的犯罪)四种罪罚旨在维

持亲属群体内部的 “亲亲”原则。

总之,《唐律》立法的主要精神在于用法律手段维护封建社会的两种最重要的道德规范: “忠”与

“孝”。

(三)中国古代社会法律精神的第三个特征:“帝王立法,官吏守法,百姓治于法”

在古代社会,“奉上天之宝命,作兆庶之父母”的帝王集立法权、行政权于一身,具有 “至高无上”

的统治权力。恰如父权来源于血缘关系而无需家庭成员的认可一样,王权来源于天意而不来源于民众的

同意,全部法律只是帝王意志的表现。

在历史上,经常发生 “人治”还是 “法治”优劣,“权大”还是 “法大”的争论。其实这两个问题并

不难回答。如果我们将古代社会视为一个群体社会,当然是 “人治优于法治”,恰如荀子所言:“有治人,

无治法。有良法而乱之者有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6]47话虽说得过于绝对,但在群体社

会内,德治,尤其是 “尊长”以身作则的道德表率作用,所起的道德感召力,确实是使群体成员遵守道

德规范的首要条件之一。如在一个群体内,尊长 “其身不正”,而用刑法处置跟他学坏样的成员,那一定

会越治越乱,因为这里的 “法治”是用刑法的惩罚作用使人就范的意思,而丝毫没有近代西方意义上的

“法治”含义。如果我们将古代社会视为一个专制集权社会 (群体社会在政治上表现为专制集权社会),

当然是 “权力高于法律”,因为法律只是帝王权力意志的文字表现。

虽然像唐代监察御史李乾佑一类人物说过这样的话: “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有,非陛下所独有

也。”[11]这只不过说,帝王自己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但在历史上能以身作则守法的帝王却屈指可数。他

不会根据自己以前制定的法律,更不会根据先帝制定的法律而时时抑制自己。一般而言,帝王的 “最高

指示”(政令、上谕等)总比以前制定的成文法典更为重要[12]。由于专制政体下的法律是君主制定出来交

给官吏去治理民众的,而不是民众参与制定出来保护自身权利的,这样百姓就无权监督官吏的执决情况,

而只能由帝王另设一个检察机构监督官吏。但其效果,实在令人怀疑。

四、结语

总之,在由 “家”和 “国”构成的中国古代社会中,主要由道德调节家族内部的亲疏、长幼关系以

及国家内部的贵贱、尊卑关系,法律只是道德的必要补充。本文通过对古代社会道德与法律的精神特征

进行分析、比较,揭示了古代社会维护秩序和良性运转的内在规律。这对新时期我们将道德建设与法制

建设相互衔接、相互协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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